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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学创作的传播，也有生存智慧的接收。
关键词:白居易; 百代之中; 生存智慧; “第三极”
作者简介: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元明清诗文、
地域与家族文学。电子邮箱: sjl200510@ 126． com

Title: The Significance of Bai Juyi as“The Third Pole”in the Tang Poetry
Abstract: Bai Juyi was a monumental poet and a special cultural icon in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which was also called
“the centre of all dynasties”by Ye Xie． Bai Juyi initiated a turning point in literary writing and influenced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outlook on existence of the scholar － officials，and became“the third pole”of the Tang － Dynasty poetry and culture，along with
the other two poles of Li Bai and Du Fu． If Li Bai presented an ethereal poetic prototype and a wayward personal image，while Du
Fu composed formally subtle poems with a grave spirit of saving the world，then Bai Juyi had cultivated a simple and plain idea of
poetry that had freed himself from grandiloquent officialese so that he could pursu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mforts to the fullest
without having any moral risks． He exerted an enormous influence upon the scholar － bureaucrat group of later dynasties both in
literature and wisdom about life．
Key words: Bai Juyi; the centre of all dynasties; wisdom about life; “the Third Pole”
Author: Luo Shijin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terary Studies，and director of the Classical Ｒesources Institute，Suchow U-
niversity ( Suzhou 215006，China)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regional
and clan literature． Email: sjl2005@ 126． com

在唐代诗歌史上，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
的又一座丰碑式的人物。他不仅站在“百代之
中”使文学创作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而且对士人
精神世界和生存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白居易
的研究既要有诗歌发展的维度，同时也要有士族

精神和生活实践的维度。将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
考察，“白居易”和“中唐”也许会超出了我们已知
的意义。我们自然可以习惯性地说他在唐代与
李、杜呈鼎足之势，但他所建立的“第三极”具有
特殊的文学姿态和生命姿态。这种姿态的形成及

其导范性意义，是本文所关注的。

一、“百代之中”白居易的文学转型

近年来，中国历史、文化史如何分期，中国文
学史、诗史如何分期，这些分期是否重合，是否具
有相关性的问题，被再度提起。其实这是一个长
期以来受到关注的极有意义的学术话题，沿着这

个话题讨论，我们可以厘清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

切近历史、文化史、文学史、诗史发展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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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唐宋时代，人们自然要提到关于唐宋

文化转型的问题。这首先是由日本历史学家内藤
湖南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他在《概括的唐宋时
代观》中说道: “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
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代的开始，
唐末至五代是一般过渡期，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

多以朝代区别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成为通

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

要”( 10 － 18 ) 。台湾学者傅乐成在 1972 年发表
了《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一文，进一步从“中国
本位文化建立”的角度，论证了唐、宋文化的差
异，明确提出了“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概
念，认为唐、宋各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前者
兼容并蓄，对外来文化接受较多，文化精神复杂而

进取; 而后者则转趋单纯与收敛，且民族本位文化

益形强固，因此宋代可称为中国近世本位化的建

立期。①

国外汉学研究家宫崎市定、韩明士、柳立言、
包弼德、川合康三等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由
内藤湖南开启的“唐宋时代观”的讨论加以深化
和具体化。在史学界和文化史范围，“唐宋变革”
和“唐宋转型”之说已趋于某种共识。②在文学研
究方面，国内学者王水照先生《“祖宗家法”的“近
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宋型文化与宋
代文学关系之研究》和《情理·源流·对外文化
关系———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再研究》两篇论
文对“宋型文化”作了系统深入的阐发( 2 － 44 ) ，
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宋型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对
一个多世纪前提出并经不断补充的“唐宋转型”
观部分赞成，但认为对“唐宋转型期”的分析应充
分注意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内藤湖南认为
应改变传统的“唐宋”文化一体化的看法无疑是
正确的，但如果认为唐末至五代为“过渡期”的
话，仍然是以朝代作为划分依据的。这里有一种
曾经相当强烈的声音应该再次得到倾听，这种声

音是围绕着“中唐”而激荡的。章太炎曾断言:
“中国废兴之际，枢于中唐”( 88) 。陈寅恪云:“唐
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
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
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 “论韩愈”332) ，其前后分界也是指中唐。相似
的观点，柳诒徵、吕思勉等都曾经明确提出过，③

这揭示出中唐对于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转捩意

义。
诗歌发展史实际上不能独立于社会史和文化

史之外，同样既有递进和上升，也有转折和变化。
中唐作为枢纽，在唐诗史的“转”与“变”中具有非
常明显的意义。这一点清代学者提出过富于洞察
力的观点，如冯班云“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
变”( 卷七) ，贺裳云“中唐数十年间，亦自风气不
同”( 338) ，纪昀云:“矫语孤高之派，始自中唐，而
盛于晚唐”( 卷十七) 。叶燮在《百家唐诗序》中对
“中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更为深刻的论述:

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
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为一大
关键也。是何也? 三代以来，文运如百
谷之川流，异趣争鸣，莫可纪极。迨贞
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氏出，一人独力而
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体之

用，分条共贯，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

矣。三代以来，诗运如登高之日上，莫不
复逾。迨至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
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
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
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

前后之关键矣。起衰者，一人之力专，独
立砥柱，而文之统有所归; 变盛者，群才

之力肆，各途深造，而诗之尚极于化。今
天下于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 于诗

之变盛，则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
皆因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

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中唐，又

曰晚唐。不知此“中”者也，乃古今百代
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
也。( 卷八)

历代重视“中唐”文学地位者还有很多，如宋
祁、欧阳修《新唐书·文艺列传序》提出“三变
说”，陈衍提出“三元说”，沈曾植提出“三关说”，
胡适提出“成人说”，④皆将“元和”作为一个重要
里程碑，但都不如叶燮之“古今百代之‘中’”的论
述力大而识深。在叶氏的文学视野中，“中唐”之
所以能成为百代之枢纽，则在于“文之格之法之
体之用”、“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的巨大变化。

·741·

白居易在唐代诗歌史上的“第三极”意义



前者诚以韩愈“一人之力专，独立砥柱”，后者则
以“群才力肆，各途深造”。但与同时代诸家相
比，在达到“诗之尚极于化”的过程中，白居易的
诗歌表现力和创造性是相当突出的，其人生经历

化为经验融入诗歌创作之中，表现出对历史和现

实的认知，是罕有其匹的。如果站在诗史立场上
考察的话，“中唐”和“元和”的范型意义在某种意
义上超越了“宋代”和“元祐”，而在“中唐”，尤应
重视白居易。可以说，缺少了白居易的中唐诗史，
其声部和风格将单调很多，内容和影响也将单薄

不少，是很难副叶燮所谓“百代之中”的论说的。
有学者研究“宋型文化”的源起，曾提出“白

居易是‘宋型文化’的第一个代表性人物”( 张再
林 204 － 08) 的观点。这个说法逻辑上似有些问
题，但我赞成应当对白居易在唐代以后诗歌发展

和人文传统中的影响给予更多重视和更高评估。
在青春意气的李白和老成敦厚的杜甫之后，白居

易难以站到他们任何一位的肩上，但他善于容纳

兼有，思通雅俗。其所提供的创作成果及其表现
出的生存智慧和文学姿态，形成了诗学范畴和人

文领域的“第三极”。这是一个与李、杜相区别而
具有时代特点和个性色彩的新类型，富于社会价

值和人生归宿的双重意义，在唐代之后的诗史和

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导范性和感召力。

二、“元和体”与白居易“第三极”的建立

我曾在一篇论文中说到，唐代以前的诗史是

一部“走向李杜”的演变史，正是李白和杜甫全面
继承和总结了中国诗歌发展的传统，攀登上了诗

坛高峰，为古老的诗国带来了最大的光荣( 罗时

进 193 － 99) 。李杜之后的诗人们，无论是否属于
李白或杜甫的推崇者，也无论具有怎样的创造力，

其实都无法真正摆脱李杜的影响———这就是作为
公元 772 年生人( 其时距李白之逝十年，而距杜
甫之逝方二年) 的白居易与生俱来的“开辟真难
为”的困境。
怎样在诗学上转变和开拓，在李杜双峰并峙

的局面中生成焕然一新的“第三极”，是白居易辈
的压力，也是他们的期待。应当看到，白居易的时
代与李白、杜甫的时代已经有了极大不同。如果
说，在初唐或盛唐，成名与入宦尚有多种途径，即

使不屑于科举，或者科举的失败者，照样有可能赢

得社会地位和文学影响。而大历以后，科举制度
已经比较成熟，历史似乎已经表明欲为名臣硕辅，

成就声绩蔚然、昭卓中外之望，必当首选进士之
途。正因为如此，白居易在科举上投入了“攻文
朝矻矻，讲学夜孜孜”的极大精力，做了最充分和
完美的准备，并在科举的必要科目( 包括常举和

制举) 和程序中获得了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他
同时获得了对儒家学说的理解和对社会的深入体

认。其实，与其说他通过科举赢得了名位，磨砺了
文学才干，还不如说他积蓄了思想力量，养成了庶

族士人的元化之气。
在为科举准备及应试的过程中，白居易与元

稹同为秘书省校书郎并一起在华阳观攻学而结下

了深厚友情，这成为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
“元稹虽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但两人水平和成
就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蒋寅 31 ) 。二人至交
的原因应与诗学观的一致有很大关系。我们很难
知道元和之际元白所参与的“李杜优劣”之争的
缘起和起伏的细节，但可以想及，在数年相互间的

思想和文学摩荡中，“李杜”是元白间的话题之
一，其诗论一致性也应在此期间形成，最终集中体

现在元稹写于元和八年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
墓系铭并序》中。其中有云: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
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

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
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
若铺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

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

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

乎! ( 601)

元和十年，白居易作《与元九书》，回应了元
稹对李杜的评论: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之
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

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於
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

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
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
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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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首。杜 尚 如 此，况 不 逮 杜 者 乎?
( 2791)

元稹之文历来被认为是“李杜优劣论”的先
声，而白居易之文乃是基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
诗合为事而作”文学观念的讨论，在“李杜优劣
论”的争论中未必作为明确的意见。但在后者的
论述中，一句“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已经从
一个特定角度对李白有所贬抑，而对杜甫的评议

欲进还退，从适度的选择性站队中多少能看出其

自我的铺垫。持平而论，从诗史角度来看，这并不
失为客观评论; 从中唐社会背景来说，这些意见的

积极意义也显而易见。但如果从批评策略角度来
观察的话，可知其中具有元白推出元和新诗学而

卓然自立的意图———他们有意识建立唐代诗歌
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第三极”。
一场有关“李杜优劣”的争议，除了留下了韩

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著名诗句和第一
部“尊杜”性选本《唐诗类选》外，在唐代中晚之际
似乎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但这种挑战权威的诗

学行为，无疑对白居易传播以《新乐府》、《秦中
吟》为代表的关切现实的“民本诗学观”具有积极
意义。这诗学自立的努力，已达到一定的推陈出
新的效果了。至于其后或因《秦中吟》中的某些
作品受到杜牧的极口诋诮，则只能看作是意外的

代价，⑤而毁誉之间，并不能削弱白居易逐渐形成

的影响。
当然，如果白居易的创作止步于《新乐府》、

《秦中吟》而已，无论他在观念和方法上如何既善
于继承又富于拓展，最多只是在杜甫的队伍中多

出一位有力者，仍然不能建坛设坫，树立起“第三
极”旗帜，甚至“中唐”的多元化局面也难以真正
形成。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白居易的诗史地位
还有赖于其与元稹新创的“元和体”。
什么是元和体? 当时人和后人多有说明，现

当代陈寅恪等很多学者都加以阐释，各是所是。⑥

这里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以下两条史料:

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

学苦涩于樊宗师; 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

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

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 李
肇 57)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

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
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
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
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
自谓为“元和诗”。( 元稹 554 － 55)

“元和体”或“元和诗”到底是那一时代诗歌
的集体性称谓，还是元白二人酬唱诗歌的专有性

称谓; 是对当时诗歌创作的积极总结，还是负面评

价，尚有不同的理解。但需注意的是，元白自身对
“元和体”相当自得，极力自诩，不但借序其集加
以标榜，而且元稹在给一代宰臣令狐楚的上书中

也不辞累赘地反复提及、再三解释，努力将“元和
体”变成元白的专属化称谓。⑦由此可以看出白居
易与元稹“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所产生的一
系列戏剧性故事和“递相仿效，竞作新词”的强烈
反响，恰恰是其自新诗学的实施手段，是他们主观

追求的传播效果。可以说，若无“元和体”之传
播，则难有“元白”之并称，而对白居易来说，就不
可能在李杜之后确立新的“第三极”的巨大影响。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 从策略上来说，要使自

己成为文坛上的统治者，最好的办法之一莫过于

对文学进行重新命名，命名的作用是制造一种新

的文学景观，使之成为文坛的基本现实，并以此谋

求社会认同。与此同时，命名活动又是一种排他
的区隔，这种区隔通过命名者宣称自己具有独一

无二的合法性。⑧这一看法颇具洞见，确实“元和
体”之命名对白居易和“白派诗人”⑨是多么重要;
进而言之，对中唐这个诗学新时代，也是一个极为

重要的标志!

三、白居易洛阳生活中的生存智慧

对白居易我们不妨作一些假设的提问: 如果

其创作和生命止于元和十年左迁江州司马时将如

何? 此前他已经有了研究时事的《策林》七十五
篇，有了丰富的民生题材的诗歌创作，《长恨歌》
也已广为传唱; 如果止于元和十五年重返长安时

将如何? 至此他的不朽作品《琵琶行》已经诞生，
又在翰林学士、左拾遗的基础上增加了忠州刺史
的良好政绩; 再则，如果止于大和三年将如何?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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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 58 岁，已经先后履任杭州、苏州刺史，累官至
刑部侍郎，《白氏长庆集》、《刘白唱和集》都已编
成，而且已主持过麟德殿的“三教论衡”，政声、才
名、诗誉可谓兼得弥满。其实，这些假设的结果都
难以形成后人心中的“白居易”形象。可以说，如
果没有大和三年后十七年的洛阳生活经历，白居

易为后人留下的诗学经验和精神财富将减少很

多，唐代的人文传统也将失去不少色彩。晚年的
洛阳生活，可以看做白居易对其诗学和思想的进

一步“命名”，而恰恰是这一时期的“命名”，形成
了后人关于其人其诗的完整概念。
与古代士人一样，李、杜、白三家都有济世精

神，而白居易的政治智慧和处世态度别具特点。
正如许多学者所论，李白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和文

士才华，但并不谙封建体制之规则，且志傲性绝，

无法适应统治集团的运行规则; 杜甫同样具有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且有奉儒守
官的家世背景，但性情敦厚，“好论天下大事，高
而不切”( 欧阳修等 5738 ) ，故识器虽闳，却无法
实现。在政治理想和识器上，白居易与李杜非常
相似，而在从政条件和实际能力上超过李杜不少。
他既有与李白相近的翰林经历，也有与杜甫同样

的左拾遗的仕历，更有李杜所没有的地方和台阁

的重要施政平台以及与朝廷重臣的人脉关系，有

利的家族血缘关系和姻娅关系，故平生虽有坎坷

蹭蹬，但总有化险解困的机会和擢升空间。
我们有理由说，白居易应当属于政治，属于朝

廷，完全有条件以匡时济世为终身职志。但是，从
忠州刺史重返长安后，他便开始逐步修正自己的

人生轨道。而在当长庆初他官加朝散大夫，又升
任中书舍人知制诰后，他深刻体察到“牛李党争”
水火相形，地方藩镇飞扬跋扈，宦官对朝政的操纵

为祸日深，便更加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

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正是依靠
了处世智慧和各种现实的有利条件，其策略推展

得周圆顺利。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谈
丛》有云:

乐天平生诗文既高，立朝议论忠直

而有用，为郡守，所至有遗爱。处谪地，
不少挫屈。于牛、李二党，虽与之从游，
不为所污，亦不致为所忮贾祸。晚年优
游分司，有林泉声伎之奉，尝自叙其乐，

谓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

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一皆
实录。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
者全，名高寿禄，位亦不为不贵，是真可

慕羡者。( 269 － 70)

这一评说比较全面地涉及到对古代士族阶层

的价值判断。显然后人心中将白居易视为一种典
范。作为“士”，不乏民胞物与之情怀，耿介坚韧
之人格，包容圆通之襟怀; 作为“官”，有经世济民
之心愿，遗爱生民之品性，有用天下之实行。但这
一切似乎都不如白居易作为一个“文人”来得至
善至美: 既深具入世之道，又熟谙遁世之理，其集

传统文化精神于一身，融会化通，行止裕如，居位

不滞，临渊不惊，省分知足，名高寿禄。“其所得
者全”，故“是真可慕羡者”。
白居易被作为“真可慕羡”的对象，是由政治

地位、物质利益、生活状态和精神境界四方面决定
的，而这四者，在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晚年分司洛

阳、悠游出处的经历。他早年为“士”为“官”，其
晚年勘透“士”与“官”，又充分享受着“士”与
“官”的那份“红利”，并化作“济之以家给身闲，文
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的“文人”行止，
既是生活化的，又是审美化的，更具有实践意义和

效仿价值。在中唐，乃至整个唐代，这种充分地将
生活审美化、将审美生活化的文人风裁，在白居易
之外，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其他更多的典型了。
白居易自编其诗歌作品，特设“闲适”一门，

这对白居易自身而言，或对中唐这个时代而言，都

是别具意义的。⑩所谓“闲适”，乃“退公独处，或移
病闲居，知足保和，吟万性情”( 白居易 2790 ) ，其
精神主要是“效陶”，《效陶潜体诗十六首》、《题浔
阳楼》、《访陶公旧宅》等俱在其中。然而应该看
到的是，这部分的编排，是从贞元十九年创作的

《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开始的，其后所录包含
了大量的任校书郎和卜居下邽之际的作品。据此
可知，白居易之学陶效陶，并非始自贬谪江州，而

起于青年初仕之时。
从任江州司马始，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效陶”情感倾向愈益强烈，乃至成
为支配人生的主要力量了。迄自大和三年正式以
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前，他几乎写尽了关于“闲适”
的所有话题，但仍多属感性之作，尚未形成完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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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生存哲学的思辨。作于大和二年的《戊申
岁暮咏怀》“七年囚闭作笼禽，但愿开笼便入林。
幸得展张今日翅，不能辜负昔时心。人间祸福愚
难料，世上风波老不禁。万一差池似前事，又应追
悔不抽簪”( 1869 － 70 ) ，可以看作诗人最悲壮的
人生宣言了。瑏瑡而大和三年所作《授太子宾客归
洛》“南省去拂衣，东都来掩扉。病将老齐至，心
与身同归。白首外缘少，红尘前事非。怀哉紫芝
叟，千载心相依”( 1492 ) 云云，则可见其“前非后
是”的人生分野。大致来说，此前白居易对社会
问题的出现和解决往往心怀答案，并极力达成目

的，而此后他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做了自我模

糊与消解，使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都进入到萧散

境界，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往往是一个“安”字———
这正是“闲”的实质目的。这里自然要提及他作
于大和三年的《中隐》诗: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
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
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
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
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
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
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
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
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 1493)

诗中所申述的，是坦诚得近乎露骨的贵族阶

层的生存哲学。其中深怀着对官僚集团的戒惧，
保持着与权力阶层的距离，同时充满着对现实世

界的欲望，张扬着享乐主义精神，将他人或许需要

遮掩的俗念，以似乎圆融的理由堂而皇之地表达

了出来。而正因为其潜含着对现实政治警惕的思
想元素，人们并不将其置入沉沦颓唐的作品之列;

其中与权力的保持距离乃至分离的倾向，也部分

消解了全诗的消极之感和放纵之意; 而所提供的

“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的人生享乐方式，简
直成为可供庇护的精神乐园，不仅不厌离，反令天

下人心折而向往。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表现
这一思想的作品很多，对后代的潜在影响是不容

忽视的。在讽喻诗和元和体作品之外，它提供了
一种白居易式的存在思辨和文人祈向，已经超出

了个别作家人生意义诠释的范围，而成为中唐这

个特殊时代对生命哲学和存在方式的某种回答。
此后虽然白居易仍有治郡一方的努力与作为，但

从写于大和六年的《醉吟》“醉来忘渴复忘饥，冠
带形骸杳若遗。耳底斋钟初过后，心头卯酒未消
时。临风朗咏从人听，看雪闲行任马迟。应被众
疑公事慢，承前府尹不吟诗”( 1988) 所云看，河南
尹任上，诗人已不复当年治理忠州、杭州、苏州的
积极状态了，总体上是按照“中隐”的思维推移着
生命的步履。
当我们用“第三极”来看待白居易的时候，实

际上并不仅着眼于他浅切、通俗、流易的诗歌创作
与李杜的不同，还在于其诗其人综合体现出的生

存哲学。李白提供了一个天上人间、神龙见首不
见尾的诗界典型和傲对公侯、蔑视财富、追求自由
的独立人格形象; 杜甫留下了一个沉郁顿挫、晚节
渐于声律细的诗学风范和欲求致君尧舜却殊难用

世的悲壮之歌; 而白居易则显示出将一切官样文

章放下，以平凡朴质面貌示人的诗人襟怀和在不

突破道德底线的前提下获取最充分物质和精神享

受的生命姿态。李、杜、白都在不同层面被后人仰
望追攀，而白居易其人和诗歌作品一样，思通雅

俗，行止裕如，在士族阶层别具一种特殊的导范

力。

四、白居易存在哲学和生命姿态的影响

中唐这一时代的文化是多元丰富的，白居易

的思想和创作也是宽容兼纳、多面自在的。他能
够勘透入世理想与遁世行为之矛盾，又能够将应

有的人格坚守与潜在的生存欲望圆融于一体。从
成功地走上科举道路，到以“病”为由巧妙地获得
安闲的洛阳生活，除了在交友问题上原则较宽以

外，其人格并无污失。但在长达数十年的宦海中，
面对复杂而危机四伏的现实环境，他却一次次低

下了高贵的头颅，放弃了济世的心志，从崇高的理

想境界畏缩到个人的安全线之内，继而进入到相

当纯粹的文人化生活之中。其实说穿了，在相当
程度的利己动机下，白居易最终将生命之舟驶进

了用传统文化装饰成的精神避风港。
这是儒、道、佛三种哲学理念在白居易身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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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而“道”之力量最终起支配作用的结果。
“儒”，曾经被白居易视为立身之本，使其弘毅贞
刚，即使在七十五岁垂暮之年仍作有《河阳石尚
书破回鹘迎贵主过上党，射鹭鸶绘画为图，猥蒙见

示，称叹不足，以诗美之》诗，为平定边境，国家安
宁而由衷赞叹，见其儒素情怀，终究未泯。但与儒
学影响的逐渐消退相比，佛道二教对其影响甚大。
进而深究，虽然白居易与僧侣交游极多，参与佛教

活动亦极频繁，但正如陈寅恪所论，其“外虽信
佛，内实奉道”。惟其如此，他的实用主义、享乐
主义的存在哲学———知足———才有了思想根基。
陈寅恪分析道:

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
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
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
此纯属消极，与佛家之“忍辱”主旨富有
积极之意如六度之忍辱波罗蜜者大不相

侔。故释迦以忍辱为进修，而苦县则以
知足为怀，藉免受辱也。斯不独为老与
佛不同之点，亦乐天安身立命之所在。
由是言之，乐天之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

所谓禅学者不过装饰门面之语。(“白
乐天”327)

道学( 所谓“苦县”) 在白居易的多种思想元
素中，上升为核心理念，构成最能摆脱形骸之累而

又放心自得的门径，也形成了他晚年洛阳诗歌的

主旋律。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显得颇为极
端的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存在哲学，成为白居易留
在文学史上的特殊的思想烙印，也成为唐代文化

的一笔意外的精神遗存。
后人对白居易其人及其文学创作的接受，一

方面在儒家文化层面展开，对他哀农悯民、欲庇天
下的思想大加赞赏，另一方面在文体与诗艺层面

展开，一直到清代，白居易的作品都是诗学的重要

源泉。徐世昌《晚晴簃诗话》称: “国初诸老渐厌
明七子末流科目，至初白乃专取径于香山、东坡、
放翁，祧唐祖宋，大畅厥词，为诗派一大转关”
( 813) ，其地位可见一斑。对此学术史家多有描
述和分析，不待赘言。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后人
对其文人风范和行为方式的追效。大致自宋初
起，这种追效便开始了，至苏轼而影响扩大，“白

苏”也成为一个特有的概念。相当有趣的是，长
期以来人们既警惕“读乐天诗，使人惜流光，轻职
业，滋颓惰废放之念”( 胡震亨 224 ) ，被告诫其
“诗道未成，慎勿轻看，最能易人心手”( 王世贞
1011) ，而又饶有兴致地歌颂和仿效他的适性随
志、纵心自任。后代文人多有效陶之情，往往必经
乐天之途，其乐酒、乐琴、乐茶、乐伎、乐病、乐林
泉，乐自然与非自然、物质与非物质中一切能增加
闲逸趣味的事物，无不为后人羡而则之，而园林雅

集，尤其是香山九老( 七老) 文会，则成为宋元明

清历代诗社、文会的滥觞，连他的生日，也成为文
人欢庆纪念的佳节。至于那种“不汲汲于进，而
志在于退”( 叶梦得 卷下) 的仕宦态度，则在深层
上影响了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心理。这里不妨看一
下唐代以后文人是如何效白的:

公( 向子湮) 雅志退休，抗疏面陈，

不一而足。卜居临江，古木无艺，多植岩
桂。又 苏 素 慕 香 山，自 号 曰 芗 林。
［……］《题乐天真》云:“香山与芗林，相
去几百祀。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见忌。
杭州总看山，苏州俱漫仕。才名固不同，
出处略相似。”( 楼钥 卷五十二)

王鏊《读白集》:

朝事不予闻，人事不复理。家事不
复关，身事不复治。翛然卧榻上，乃至无
一事。长日与谁言，太原白居易。( 60)

董份《上巳日逸老堂䜩集》:

身系中朝十二年，归逢上巳艳阳天。
拂衣幸入香山会，修禊重开曲水筵。槛
外晴花供送酒，林间春鸟和调弦。人生
佚老知能几? 尘世浮名讵足怜。 ( 卷
九)

袁宗道《咏怀》:

矫矫陶彭泽，飘飘赋归田［……］亦
有白居士，分司饶俸钱［……］为白非所
望，为陶谅难堪。揣分得所处，将处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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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7)

方文《庐山诗三十六首》( 其三十五) :

江州名宦多，吾爱白司马。筑室香
炉峰，尽室处其下。当时有官守，岂能越
郊野。黄岩远且巉，知是后人假。东林
访遗迹，将以告来者。( 375)

蒋业晋《赴秦蒙沈宗伯归愚先生题诗赠行途次有
怀赋谢》:

我吴有宗工，名重推山斗。赓歌一
得朝，帝名之曰叟。归田忽十年，嵩呼趋
朝右。香山继高会，齿德公居首。( 24)

俞樾《茶香室三钞》引叶廷琯《鸥波馀话》:

杭州旧有香山生日会，嘉庆中，阮文

达公先督浙学，后继浙抚，杭人因文达诞

辰与香山同日，故厥会弥盛。( 1111)

白居易的生日是后人的文学记忆，这种记忆

化成了精神追慕的仪式。在清代海宁朱昌燕的
《朱衎庐遗稿》中，白居易生日纪念之作就有《唐
白文公暨国朝阮文达公生日招同曹懒夫( 景瀛)

马少常( 毓秀) 蒋子贞( 学坚) 泽山( 学溥) 稚鹤

( 廷黻) 吴仲珏( 文珪) 谱熏( 凤书) 陈敬之( 熙) 饮

于讲舍之见山楼即席寿蒋鹿苹( 方夔) 三十》、《白
阮两太傅生日招同人集云亭即席寿蒋孝廉( 廷

黻) 四十兼送北上》、《白阮两太傅生日招同人集
见山楼送陈镜沚( 熙) 之扬州蒋山佣( 廷黻) 之江

阴即席口占》、《正月二十日集横经室为香山寿兼
祝顾明经渌挹四十诞辰》、《香山生日之会昉甲申
朋旧凋落，今存者惟韩子孟蛟、蒋子怀亭、蒋子山
佣、陈子敬之、蒋子鹿苹，暨余耳五人，既聚散不
常，余又抱病未与，赋比感怀》、《香山生日招同人
集东山书院荐芷兼祭社中诸亡友》、《正月二十日
为唐白公暨国朝阮文达公生辰，同人祭于双山讲

舍，回忆甲申以来递行，此举迄今已十稔矣，而旧

与会者存亡、聚散不无今昔之感，因填此索诸君子
和》等若干首。可以看出，后人对白居易虽不乏
“第一义”的追求，但更多的是超出“第一义”，注

重其处世态度、生存智慧和生命姿态。在对白居
易的接受上，诗学之道与生存之道始终是双轨式

的，但后者越来越呈现加强递传的力量。“元轻
白俗”的美学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白居
易创作纯文学价值的评鉴，却成为其走向社会大

众的导读与指南。一千多年“效白”的普及化乃
至民俗化，将“中唐”文学的某种特征演化为文化
特征，其结果也许并未能显著提高文学创作的品

质，却使一种调和“物我”关系的生命智慧和表现
形式发挥出极致的示范作用，将文人精神和日常

生活引向了一种既不悖传统伦理，又尽个人自由;

既符合现实利益，又满足审美需要的圆融贯通、雅
俗并存的境界。
综上所论，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大通大有

的文人，是中唐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对于这样
一个生命姿态和诗歌面貌具有特别元化气质的诗

人，是不宜简单用一般的作家评论方式来论其人、
用普遍的美学标准来衡其作品的。他的经世致用
与出世自处，既“根乎德，通乎功”( 钱大昕 183 )
又“一身期万全”( 袁宗道 5) ，使他具有了大雅与
大俗的多面呈现，而其雅其俗都对当时与后代产

生了范式性的重要影响。叶燮谓“中唐”乃“古今
百代之中”，是一个包孕深广的判断，白居易在唐
代诗歌史上的“第三极”意义及其在士族阶层的
特殊影响，应是这一判断内涵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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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
居易之死( 846) ，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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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Susan Emanuell． Stan-
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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